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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一个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混合社区的实证调查, 研究失地农民在生产

生活方式改变之后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 以及由此造成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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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a mixed community of land- 

lost farmers and urban residents,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tate of 

land!lost farmers was found out after their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been changed.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caused by the changes 

was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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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城市的不断扩张侵蚀着城郊农民的

土地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资源, 也是其与城市居民生

活方式相异的根本原因。失去土地之后, 农民基本上都被安置在城郊的新建社区里, 从

一个传统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包括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问题和安置方式等, 但是对于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却缺少应有的关

注。事实上, 身份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角色的彻底转换, 失地农民面临着一系列从重新再

就业到生活方式的适应等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否获得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至关

重要。一般来说, 一个社区的消失必然会对社区居民的社会网络产生影响, 严重的甚至

会导致彻底解体。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在失去土地之后要想融入新的社区生活并获得发

展, 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加个人可支配资源和增强群体归属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 笔者通过对南京市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仙居雅苑”的实证调查后发现, 失地农民

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之后, 他们的社会网络面临着彻底解体的危机, 而在新的社

会网络重建的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境, 这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边缘化。 

 

1 文献回顾 

 



社会网络是“彼此之间具有各种联系的不同行动者所共同组成的社会结构”[1]。

它一方面可以给予个体以工具性支持, 通过社会网络的支持个体可以达成某种目标, 另

一方面社会网络还可以发挥表达性支持的作用, 如分享感受、发泄情绪、肯定自我价值

等。一般来说, 中国人经常地通过强关系( 亲戚、朋友) 来寻找工作, 求职者使用强关

系比弱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2], 也就是说, 由亲戚朋友所构成的强关系网能够

给予个体在寻找工作机会中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格兰洛维特通过对波士顿郊区人们求

职情况的调查发现, 弱关系更有可能帮助求职者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原因在于弱关系群

体中成员来自不同领域, 信息重叠程度低, 获得的信息也几乎是垄断的, 因而对求职者

来说意义更大[3]。事实上, 强关系会增加社会资源获取的效能, 而弱关系则会增加社

会资源获取的途径和可能性。所以, 大部分社会 

学家都承认, 扩大交往领域、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发展机遇。 

那么,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构建网络呢?张文宏从社会阶层对于社会网

络中角色关系构成的影响入手在北京城区进行了实证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 各个阶层在

选择社会网络成员时群内选择和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 阶层地位接近、社会距离较小

的人们成为共同社会网络成员的可能性更大[4]。这也就是西方社会学中的“同质性原

理”:人们在交往中更乐意选择与自己社会地位相近的人。这来源于人们的群体归属感, 

它在促成阶层形成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给各个阶层间筑起一道“藩篱”, 不利于各个阶层

的合理流动尤其是较低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正由于社会网络是分层化的, 对于类似于

失地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来说, 处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往往是面临同样困境的

人, 因而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就显得非常脆弱。钱再见认为失业等弱势群体因为无法在

社会交往中实现互惠交换, 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

弱化甚至断裂, 从而导致弱势群体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因此他呼吁必须重构弱势群体的

非正式支持网络,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正式支持网络的建设, 发挥正式社会网络的主渠道

作用[5]。事实上, 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除了正式制度上的缺失外, 非正式制度建设上

存在着巨大的空白。该研究中, 笔者试图通过一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实证调查来了解

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状况, 以及在其社会网络重构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2 研究设计 

 

2.1 假设的提出失地农民在迁入新的居住区域之后, 既面临着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调

整, 也面临着如何应对风险和发展的策略选择。以往的研究表明, 农民在丧失土地外迁

之后与原交往群体的联系必然减少, 生活方式的相异和社会资源拥有的多少又将影响其

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 弱势群体的弱势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网络建设中的相对无为。 

基于此, 笔者所提出的假设为: 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 以及重建过程中的诸多障碍

导致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出现真空状态, 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边缘化。 

2.2 研究方法及访谈提纲设计由于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本身的难以量化的特性, 该研

究以半结构性访谈法为主, 结合文献法、非参与观察法, 将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相结

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以上文献回顾和假设的基础上, 在访谈中笔者主要关注以下问

题: 社会交往情况, 包括与原交往群体的持续交往程度以及与新社区其他群体交往程

度; 面对风险时应对的策略; 在选择交往对象时的心理状态以及 

对当下生活的直观感受等。 

2.3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南京市仙林地区“仙居雅苑”失地农民

安置社区。选择这一社区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调查方便, 它就在笔者生活城市的城郊, 

另一方面还因为笔者曾在之前的一个关于失地农民的调查中关注过这个社区, 因而获取



 

资料相对更为真实详细。这一社区于2003 年正式开始建设, 建设目的是为城市居民提

供经济适用房, 但是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后,“仙居雅苑”开始主要安置当地的失地农民, 

因此,“仙居雅苑”同时包含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仙居雅苑”共59 幢, 每幢有4 个

或6 个单元,每单元5 户。失地农民和居民并没有被隔离安排, 而是混杂居住。笔者试

图获得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住户的具体数字,但是购房者资料并不能显示, 因此只能在调

查中加入“对象属性”这一项, 由于是采用“右手原则”随机抽样, 这个方法没有影响

到样本的代表性。根据设定步骤, 笔者在2006 年9 月进入社区开始调查, 11 月底结

束。该调查共获得57 个访谈对象, 其中包括51 个失地农民家庭, 6 个城市居民家庭。

由于该调查主要了解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状况, 所以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安置区失地农

民, 对于城市居民的访谈则不是该调查的重点而属于一种外围调查, 更多的是为了佐证

失地农民的观点。 

 

3 研究结果与初步分析 

 

“仙居雅苑”的建设主要为市民提供经济实用房的同时安置失地农民, 部分失地农

民领取失地补偿金后搬迁至此,而还有部分农民则因为贫困、补偿资金不足以满足原地重

置住房而不得不向城市更外围的边远地区搬迁。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发现, 对于失地农

民来说, 丧失土地不仅意味着工作机会的丧失, 个体心理的强烈失落和变迁也意味着原

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 而这种解体对于习惯了乡土生活的失地农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

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建立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核心关系圈破裂, 带来亲情友情的撕裂和生

活的无所适从。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农村定义为一个乡土社会,“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

所谓的差序格局,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然而, 农民在失去

土地进入市区, 并逐渐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之后, 这种乡土社会的各种特征正

渐渐消失, 社会的结构和个人的关系网络也逐步发生变迁。 

丧失土地之后, 一部分农民被安置到了该社区过起了市民生活, 而另一部分相对贫

困的居民因为买不起房选择了更偏远的郊区。在访谈中发现, 他们在被分割两地的情况

下更多选择的联系方式不是相互走动, 而是电话联系。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内, 城

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减少了他们的交往, 紧闭的防盗门和高高的住房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

碍。绝大部分老年人和一些中年人抱怨现在生活很不方便,过去的亲友要么已经远迁他

地, 要么生活在高楼里, 亲戚之间不再频繁走动、联络感情, 老朋友也很难像过去那样

溜达着聚在树荫下聊天。在观察中也不止一次地看到很多老人孤独地坐在楼道里打盹。

而在选择是否适应现在的生活方式时, 所有的老人选择了不适应。但有趣的是, 在调查

样本中, 年轻人比老年人显示了更强的适应能力, 相比较过去的农业生活方式而言, 他

们更喜欢这个似乎更“现代”一些的生活方式, 几乎没有年轻人选择不适应, 也许这正

说明了城市化潮流的不可逆转。 

第二, 同一社会网络中人们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共同无

力”, 而“互惠性”的缺失又使他们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无法建立起来, 这种社会网

络的真空状态让孤立的个体无法规避风险。贺雪峰把“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

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称为社会关联度,“村庄的社会秩序是内生的⋯⋯内生的村

庄秩序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这种联系因其性质、强度和广泛性, 而构成了联系中的

人们的行动能力, 正是这种行动能力本身为作为相对独立社区 

 



社会的村庄提供了秩序基础”[7]。如果村庄的社会关联度高,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就可以

调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克服风险;但如果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高, 村民在遇到风险的时候就

会孤立无援, 失去其社会网络的支持从而也最终缺乏发展的能力。 

进入新的生活社区以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解体, 社

会网络遭到破坏, 社会关联度降低, 居民调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进一步下降。即使原有

社会网络依然存在, 但由于同样遭遇到了丧失土地和房屋等问题, 高度的同质性也使得

他们在遭遇风险的时候不能够相互给予有效的帮助。在访谈中, 当被问到“如何去解决

所遇到的困难、疾病”的时候, 16 %选择找政府, 53 %选择自己忍受, 而在过去乡土社

会里最经常使用的资源获取方式: 向亲戚和向邻居寻求帮助的只占了31 %, 因为“亲戚

和邻居家的房子和地也都没了, 都很困难”。 

格兰洛维特的研究证明来自不同领域的弱关系成员在获得信息方面具有垄断性, 因

而也更容易寻找到就业机会,当然也就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那么, 在原有社会

网络不能发挥支持作用的时候, 他们是否可以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以获得更

多资源呢? 在调查中所获得的答案是几乎不能, 失地农民的交往对象更多的是当初同村

的农民而非其他小区的市民, 他们在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很少会想到找当地居民寻求

帮助, 即使偶尔为之也以碰壁居多。除了有自己的群体归属感以外, 失地农民更多的是

缺少了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互惠的交换。 

社会网络是需要通过交换来维系的, 人们在交换中实现互惠, 而这种互惠又进一步

强化了交换和信任的关系。失地农民要在居住地和当地居民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 必须

通过互惠的交换才能得以进行。交换即意味着双方处于相对对等的位置并占有对方需要

却不拥有的资源。韦尔曼认为, 个人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报答别人提供的帮助: ①精

确的交换, 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 ②泛化的互惠, 接受别人帮助的

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 ③网络平均, 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不直接给予别人报答, 而是

通过帮助另一个网络成员间接起到互惠的效果[8]。但是, 这些对于刚刚丧失土地的农

民来说都不具备, 刚刚市民化的农民无论是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还是在社会资源的可支

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可能依附于当地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对等可言, 新的社

会关系网络也就没有建立的理由。 

第三, 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解体是导致失地农民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而正式社会

支持网络的缺失更从制度设计上将失地农民抛到主流社会阶层之外。 

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重建过程中, 制度安排无疑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说, 

狭义的制度就是指正式制度,它们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并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

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 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在现

代社会里外在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为各种利益的协调搭建一个有效的框架, 

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提供强制约束机制, 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公平

[9]。 

在调查中发现, 被调查社区的失地农民迄今为止并没有建立任何的社会保障机制, 

普通市民的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并不适用于他们。制度上的歧

视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居委会干部的冷漠和当地居民的歧视, 他们在遇到一些问

题的时候并不经常去找居委会干部,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本来不是小区的人还老是给他

们添乱子”,“说到底我们还是农民一个”。但是, 他们真的还是农民吗?张海波等对

561 名失地农民的研究表明, 54.5 %的农民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茫然。被动城市化过程

中“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10]让失地农民普遍焦虑不安, 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缺失

加剧了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进一步阻碍了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进程, 在社会网络的

真空中失地农民失去了提升自己和获得发展的社会资本, 从而被主流社会日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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